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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经济环境与邻居互动的经验研究
———基于城乡文明冲突的视角
胡 乾 胡 荣
摘 要 本文通过提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假说来解释邻居互动得以展开和变化的经济根源，并
从城乡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理解邻居互动的城乡差异现象。基于 CGSS2012 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2》中的
数据，通过使用 2SLS 回归来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与邻居互动之间成负
相关关系，此外从事非农工作也会大幅度减少邻居互动次数，从而证实了本文假说的含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内生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鼓励使用市场交易的方式
来配置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可以减少不同文明的冲突，从而促进不同文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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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本研究是以邻居互动为切入点，来探讨邻居
互动的功能，进而理解城乡文明冲突背后的经济
基础。主要回答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邻居
之间为什么要开展互动活动，以及随着社会经济
结构的变迁，邻居互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考虑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是由农业
为主的农村经济转型为工业经济为主的城市经
济，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大规模的农村居民进入城
镇工作、生活，本文提出假说“应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来解释邻居互动的经济功能时，是以农村的
社会经济结构为背景。本文认为，农村的农业生
产活动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使得邻居互动所缔
结的人际关系不仅能够应对大部分生产活动和日
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事件，而且具备成本优势，从
而使得邻居互动得以大范围地发生。但是在城镇
中居民主要从事非农工作，市场分工协作体系发
达，邻居互动缔结的人际关系在应对未来的不确
定性事件中不再有成本优势，因而城镇居民大幅
度地减少了邻居互动。所以，邻居互动的实质是
个体为了适应特定的经济环境而演化出来的一种
理性行为模式。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 2012 和《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2》的数据，通过使用两阶段
回归( 2SLS) 克服回归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后，本
文的经验研究发现: 首先，城镇居民参与邻居互动
的次数大幅度少于农村居民，居住在东部城镇的
居民参与邻居互动的次数还要再大幅度减少。其
次，一个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与居民的邻
居互动次数成负相关关系。第三，从事非农工作
的居民参与邻居互动的次数显著地少于不是从事
非农工作的居民。最后，人力资本与居民互动之
间的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能够促进理性边界扩
大的人力资本存量与邻居互动的次数成负相关关
系，即居民受教育的年数与邻居互动之间成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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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 但是个人的身体健康明显不好，那么邻居
互动的次数也会大幅度下降，这是由于邻居互动
所缔结的人际关系实质是一种契约，当不确定性
的事件发生时，缔约各方能够拿出资源来应对，显
然身体健康状况不好减弱了履约的能力，邻居理
性的选择便是尽量减少互动。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
决定了邻居互动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经济办
法，因此在历史上，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念、习惯、习
俗等非物质文明必然是朝着鼓励邻居互动的方向
演化; 而城镇的经济结构并不需要“邻居互动”来
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城市社会中演化出
来的文明并不需要鼓励邻居互动，所以城市始终
都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互动受到
的是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约束( 费孝通，1998;
Greif，Tabellini，2012 ) 。虽然从长期而言，文明的
形态、特征内生于既定的经济环境，但短期来说，
文明却是塑造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 Hoff，Stiglitz，
2016) ，即使新的经验与自己的观念、习惯、意识形
态不相一致，也需要经过反反复复的经历才会调
整既定的观念、习惯以及意识形态 ( Lin，1989 ) 。
所以，可以预料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文明
冲突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
但是过往的研究一直主要集中于对城乡收入差距
探讨，或是探讨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问题
( 陈云、王浩，2013; 李伟，2013 ) ，或是分析城乡收
入差距扩大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 章元、刘时菁、
刘亮，2011; 陈硕、章元，2014) ; 再就是从幸福感的
角度来研究城乡二元现象( 罗楚亮，2009; 陈钊、徐
彤、刘晓峰，2012) 。由于城乡文明冲突是一个普
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实许多研究收入、幸福感的
文献也是触摸了城乡文明冲突的现象，例如既有
的研究发现，从农村来的城镇移民在收入水平上
往往低 于 户 籍 一 直 都 是 城 镇 的 居 民 ( 李 云 森，
2016) ，同 时 在 幸 福 感 上 又 比 农 村 居 民 来 得 低
( Knight，Gunatilaka，2010) ，既有的研究认为，前者
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歧视具有农村背景的居民，后
者则是因为来自农村的移民对未来产生了错误的
预期。如果用城乡文明冲突的视角来解释，或许
更为自洽: 首先，来自农村的移民，其人力资本存
量是在农村的经济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在适应城
市经济环境上不具备比较优势，从而在生产效率
方面比城镇居民方面来得低，这才是造成收入偏
低的原因; 其次，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移民与邻
居之间的互动显著少于非移民，因此在生活中更
加缺乏左邻右舍的互助行为，再加上收入又偏低，
从而降低了幸福感。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已经注
意到农村文明对对那些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居
民的行为所造成的显著影响 ( 陈斌开、陈思宇，
2018; 江静琳、王正位、廖理，2018) ，还有的研究直
接从农村内部的角度来阐述文明冲突，认为农村
居民参与宗教信仰与传统的文明存在冲突( 阮荣
平、郑风田，2011) 。
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既有的研究做
出了有益的补充: 首先，为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社会
结构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其次，以经济学的范式
来研究文明冲突。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
下: 第二部分为定义、假说、可检验含义，界定什么
是城乡文明冲突，提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假
说，及其可检验含义; 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研究设
计，分别介绍本文的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和变量定
义; 第四部分为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为
本文的结论。
二、定义、假说以及可检验含义
( 一) 城乡文明冲突的定义
本文把城乡居民在接触、互动的过程中，由于
彼此的行为方式、互动模式与双方的价值观、习惯
和生活习俗不相一致而引起的紧张关系称为城乡
文明冲突。这种紧张的人际关系表现为彼此疏远
冷漠，或是背后给与对方负面的评价、恶语中伤
等，甚至是个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因此，城乡文明
冲突由两组必要的因素构成: 一是可观察到的行
为方式，其次是塑造、影响行为方式的文明因素，
由不可观察的价值观念、习惯、习俗等组成，两者
缺一不可。短期内，个人的行为会受到价值观念、
习惯、习俗等因素的影响; 但是长期中，人们的观
念、习惯、习俗等都是演化的结果，是适合特定环
境的行为演化出了特定的观念、习惯、习俗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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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Ｒubin，Paul，1979; Lin，1989; 道格拉斯·诺
斯，1994，pp． 49 － 65; Fredriksson，Gupta，2018) 。
由于中国城乡社会的经济结构存在巨大的差
异，使得各自演化出来的文明在影响、塑造邻居互
动方面存在巨大的反差，因此随着中国城市化的
推进，大量农村的居民进入城镇工作、生活，以邻
居互动为典型的城乡文明冲突也会持续上演。至
于为何城乡文明在影响、塑造邻居互动方面会存
在巨大的差异，其中的原因在于邻居互动的经济
功能在城乡经济环境中存在巨大的差别，更为详
细的论述将在下一小节展开。
( 二) 解释邻居互动的假说及其含义
1． 假说: 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根据 CGSS2012 问卷中的定义，邻居互动是
指邻居之间“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
等社交娱乐活动，所以邻居互动是耗费时间、精
力、货币等资源的行为。然而，古往今来邻居之间
的互动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邻居之间
为何要开展互动呢? 邻居互动存在什么样的经济
功能?
本文认为，居民开展邻居互动的目的并不在
于邻居社交娱乐活动本身，而是为了邻居互动所
蕴含的经济功能———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由于
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没有人能完全知道未来会
怎样展开①，因此任何人都要面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虽然不确定性的未来，可能是意料之外的收
益，也可能是意料之外的打击，但是不管处于哪种
情况，都意味着资源配置存在改进、优化的空间。
竞争的主要目的是活下去 ( Alchian，1950 ) ，而生
存竞争中能否活下去取决于个体在配置资源上的
相对优势。因此对具体的个体而言，未来的不确
定性越明显，意味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概率就
越大，也就意味着生存下去的几率就越小; 此外，
未来的展开如果是发生预料之外的损失，很有可
能在竞争中被直接淘汰出局，所有的未来转瞬间
便化为乌有。因此为了提高生存的几率，个体将
会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减低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至于采取何种措施，则不仅是随着个人情况的不
同而不同，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一方面是不同事件的不确定性需要不同的应对办
法;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不仅构成
不确定性的事件在发生变化，社会中各种应对不
确定性方法的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变化。在所有的
应对不确定的方法中，邻居互动无疑是最为普遍、
最为长久的方法，因为在以农业经济、农村居民占
主导地位的时代，邻居互动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的有效办法，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村的文明特征
深深地刻下了邻居互动的烙印②。
邻居互动所缔结的人情关系实质上是建立起
家庭之间合作的“联盟关系”，从而通过发挥“家
庭的规模经济”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主要是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首先，
信息交换。农业生产活动特点: 一方面是跨时长，
从播种到收割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数，
需要长期的护理; 另一方面是分散生产，即家家户
户的土地基本上都是分散开来，彼此之间形成犬
牙交错的空间分布状态。农业生产活动的这两个
特点，使得一家上山干活，就可以了解到其他家庭
农作物的生长状况，使得不同家庭之间通过交换
信息，就可基本上掌握自家庄稼的生长情况，而不
必亲自到所有的地块进行检查。其次，互通有无，
相互帮助。围绕日常生活展开的一些突发事件，
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来应对，而又超过
了一个家庭在既定时点的禀赋存量，此时就需要
邻居之间的互助以度过难关。这些突发事件可以
小到客人的突然来访，也可以大到红白喜事，由于
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相应的市场服务来解
决这些不确定事件，唯有依靠邻居之间的互通有
无、互相帮助才能平顺地应对这些或大或小的不
确定事件。最后，内化外部效应，缓和矛盾冲突。
中国农 村 社 会 的 基 本 单 位 就 是 村 落 ( 李 银 河，
1993) ，不仅是居民之间比邻而居，家家户户的庄
稼地也是呈犬牙交错的态势，这也就意味着一家
自身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他家庭财物的
物理状态，即存在负外部效应的可能。例如，随着
旱涝的变化，对有限水源的使用，或是排涝，都会
改变比邻庄稼的物理状态。邻居互动所缔结的人
情关系，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地
克服或是缓解这种负的外部效应发生时所产生的
财物损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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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检验含义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是农村社会的经
济结构决定了邻居互动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有
效方法。当经济环境由农村转化为城镇的时候，
社会经济结构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一方面，绝
大多数的城镇居民不再务农为生，而是从事各种
各样的非农工作; 另一方面，城镇的经济体系是依
赖于高度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生产体系。社会经济
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邻居之
间往往从事不同的职业，即使是从事相同的职业，
与工作相关的不确定性事件，彼此之间也无力相
互帮忙; 其次，市场的分工协作体系有效地解决了
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不确定性事件; 第三，邻居之
间日常活动的负外部效应大幅度减少，甚至达到
可忽略的程度。因此，随着经济环境由农村转化
为城镇，邻居互动所带来的预期收益急剧下降，或
者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相比于市场经济，
邻居互动在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中不再具有比较优
势。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可检验含义:
含义 1 居民所居住的经济环境的市场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参与邻居互动的次数就越低。
追本溯源，未来的不确定性既是客观规律使
然，但也是因为人的理性是有界的( Alchian，1950;
林毅夫，2004) ，因此，随着个体理性边界的扩大，未
来的不确定性也会随之降低。由于资本是现在、未
来收入的源泉( 周其仁，1996) ，因此个体理性边界
扩大的实质就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基于这样
的逻辑，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可检验含义:
含义 2 能够提高居民理性边界的人力资本
存量与邻居互动次数成负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说明
为了考察城乡文明冲突背后的行为模式差
异，分析哪些因素在影响城乡居民邻居互动中存
在显著性地差异，本文设定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hud_numi = γ1hcapi + γ2envi + X'iβ + εi ( 1)
其中: 下标 i 表示受访者个体; hud_numi 为本
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个体 i 一年中与邻居互动
的次数; hcapi 表示个体 i 的人力资本存量，根据
本文假说的含义，人力资本存量与理性边界之间
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如果本文的假说成立的话，那
么系数 γ1 应当显著为负。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
存量无法直接度量，另一方面与理性边界相关的
人力资本更多的是知识、认识能力，因此本文采用
既有文献普遍的做法( Bray，2005; Liu，2007; 孙志
军，2014) ，以个体受教育年数( eduyi ) 来度量人力
资本存量的大小; envi 表示个体 i 居住的经济环
境，本文使用居住在城镇( urbani ) 来表示个体 i 所
处的经济环境，以居住在农村作为参照组，由于城
镇的市场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农村的市场经济发展
水平，根据本文假说的含义，系数 γ2 应当显著为
负; Xi 表示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集合，包括常
数项; εi 为随机扰动项。
( 二)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研究着眼于微观个体之间的互动模
式，既考虑了个人层面的禀赋属性，也顾及个体所
处环境的宏观属性。为了满足这两个要求，本文
的数据由两部分构成: 统计年鉴和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涉及城市层面的变量，根据《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2012》中的数据进行计算; 涉及个人禀赋属
性 的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社 会 综 合 调 查 2012
( CGSS2012) 。CGSS 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
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进行随机抽样获取，始于
2003 年，隔一年或连续几年对全国各地一万多户
家庭进行抽样调查，2005 年开始增加了农村的样
本。本文使用的 CGSS2012，其调查范围涵盖了中
国大陆除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所有省、直
辖市，以及其他地区的 11747 户家庭的相关信息，
构成了 11747 个观察值的横截面数据。在剔除了
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极端值等问题的样本后，最
终得到 8973 个观测值，其中住在城镇的样本量为
4885 个，住在农村的样本量为 4088 个。
( 三) 变量定义和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邻居互动
本文认为邻居互动塑造了中国农村文明的特
征③，或者说农村的经济环境使得邻居互动在应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使得农
村的文明演化是围绕着邻居互动展开的，因此，本
文以邻居互动次数( hud_num) 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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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根据是 CGSS2012 问卷中的问题“请问您
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是?”受访
者在以下七个答案中进行选择，“几乎每天”，“一
周 1 到 2 次”，“一个月几次”，“大约一个月 1
次”，“一 年 几 次”，“一 年 1 次 或 更 少”，“从 来
不”。借鉴 既 有 文 献 的 做 法 ( 阮 荣 平、郑 风 田，
2011) ，本文把这些频率指标转换为频数指标，转换
方法如下: “几乎每天”赋值为 365，“一周 1 到 2
次”赋值为 78. 2，“一个月几次”赋值为 48，“大约一
个月 1 次”赋值为 12，“一年几次”赋值为 4，“一年
1 次或更少”赋值为 0. 5，“从来不”赋值为 0。
2． 主要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受访者的受教育年数
( edu_y ) 和受访者接受采访时的居住环境 ( ur-
ban) 。首先，根据 CGSS2012 问卷中的问题，受访
者的教育水平是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
“小学”……“研究生及以上”以及“其他”等选项
中进行选择，为了便于文中的分析，需要把受访者
的受教育水平转化为受教育年数。本文采用既有
研究的做法 ( 唐俊超，2015 ) ，将受教育水平与受
教育年数之间做如下的转换: 没有接受教育赋值
为 0，接受私塾教育赋值为 3，小学、初中教育分别
赋值为 6 和 9，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以及技
校等教育赋值 12，大学专科、本科教育依次赋值
15、16，研究生及以上则赋值为 19。其次，由于本
文的目的侧重于经济环境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
响，因此在考察邻居互动的城乡差异时，从受访者
的居住环境着眼。如果受访者居住在城镇 ( ur-
ban) ，那么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 控制变量
本文涉及的其他解释变量可分为两类: 一是
描述受访者除教育水平之外的属性; 其次是根据
本文可检验“含义 1”的含义，在城市层面对受访
者所居住环境的属性做更为具体的度量。个人层
面的变量包括: ( 1) 低期望( lev_b) ，CGSS2012 问
卷中受访者被要求回答“您认为 10 年后将会在哪
个等级上?”答案从 1 分到 10 分进行选择，10 分
表示最顶层，1 分代表最底层。本文根据这些回
答定义了虚拟变量低期望，即受访者的评分小于
等于 4 则认为其对未来抱有低期望，赋值为 1，否
则赋值为 0。( 2) 健康状态( hth1) ，如果受访者认
为自己的身体不健康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 3)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 ( jtyp3 ) ，受访者的工作类
型为非农工作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4 ) 是
否移民( migr) ，如果受访者的居住地不是其户籍
所在地则认为是移民，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 5) 个人年收入的对数值( lgrsru) ，剔除收入水平
为零的观测值后，对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值。此外，
涉及个人属性的解释变量还有: 年龄( age) 、年龄
的平方项( age2 ) ; 性别( male) ，男性赋值为 1，女
性赋值为 0; 婚姻状态( marr) ，处于结婚状态中赋
值为 1，否则为 0; 母亲的受教育年数 ( medu_y) ;
父亲的受教育年数( fedu_y) 。解释变量中涉及个
人居住环境的变量有④ : ( 1 ) 东部 ( east) ，居住在
东部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 2) 全市人口密度的
对数值( lden1) ; ( 3) 全市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密
度( ljmd1) ; ( 4) 全市 GDP 的对数值。本文涉及变
量的基本统计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样本容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互动次数 8973 101． 026 140． 562 0． 000 365． 000
教育年数 8973 8． 949 4． 577 0． 000 19． 000
居住在城镇 8973 0． 544 0． 498 0． 000 1． 000
居住在东部 8973 0． 374 0． 484 0． 000 1． 000
非农工作 8973 0． 451 0． 498 0． 000 1． 000
年龄 8973 49． 140 15． 605 17． 000 94． 000
性别 8973 0． 551 0． 497 0． 000 1． 000
已婚 8973 0． 817 0． 387 0． 000 1． 000
移民 8973 0． 218 0． 413 0． 000 1． 000
低期望 8973 0． 321 0． 467 0． 000 1． 000
健康状况不好 8973 0． 178 0． 383 0． 000 1． 000
母亲教育年数 8973 3． 066 4． 153 0． 000 19． 000
父亲教育年数 8973 4． 855 4． 535 0． 000 19． 000
个人年收入对数 8973 9． 461 1． 192 4． 605 13． 816
市人口密度对数 8973 5． 972 0． 903 3． 056 7． 850
市二三产业就业密度对数 8973 － 5． 313 1． 680 － 9． 006 － 0． 876
市 GDP 对数 8973 12． 319 1． 182 10． 063 14． 468
四、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
( 一) 基本回归
本文首先忽略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直接
对模型( 1) 进行 OLS 回归估计，相关的结果汇报
在表 2 中。表 2 第( 1) 列中汇报了本文的主要解
释变量教育年数和城镇对邻居互动的影响，两者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本文的可检验含义 1
和含义 2 的含义相一致; 第 ( 2 ) 列中加入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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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属性的变量，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和是否为移
民; 第( 3) 、第( 4 ) 列中加入了描述受访者居住环
境属性的变量即全市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密度，全
市人口密度，东部地区以及东部和城镇的交互项;
第( 5) 列中继续加入其他的解释变量。从表 2 的
结果中可以发现，从第 2 到第 5 列，随着解释变量
的逐渐增加，变量教育年数和城镇始终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可以初步判定本文的假说和模
型设置是可接受的，但是直接 OLS 回归无法克服
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检验。
表 2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 1)
OLS
( 2)
OLS
( 3)
OLS
( 4)
OLS
( 5)
OLS
教育年数
－3． 820＊＊＊
( 0． 346)
－2． 711＊＊＊
( 0． 372)
－2． 253＊＊＊
( 0． 376)
－2． 193＊＊＊
( 0． 376)
－1． 747＊＊＊
( 0． 425)
是否城镇
－57． 289＊＊＊
( 3． 358)
－50． 529＊＊＊
( 3． 467)
－42． 427＊＊＊
( 3． 630)
－36． 813＊＊＊
( 4． 150)
－39． 621＊＊＊
( 4． 245)
非农工作
－25． 046＊＊＊
( 3． 239)
－25． 956＊＊＊
( 3． 238)
－26． 942＊＊＊
( 3． 258)
－22． 283＊＊＊
( 3． 770)
移民
－13． 697＊＊＊
( 3． 240)
－12． 219＊＊＊
( 3． 232)
－11． 990＊＊＊
( 3． 231)
－9． 467＊＊＊
( 3． 288)
市二三产业就业密度对数
－10． 379＊＊＊
( 1． 340)
－9． 158＊＊＊
( 1． 388)
－11． 246＊＊＊
( 1． 703)
市人口密度对数
15． 157＊＊＊
( 2． 527)
14． 575＊＊＊
( 2． 531)
14． 313＊＊＊
( 2． 535)
居住东部
－11． 256＊＊＊
( 4． 237)
－0． 503
( 6． 186)
－3． 924
( 6． 243)
城镇 × 东部 －19． 766
＊＊＊
( 7． 102)
－18． 860＊＊＊
( 7． 103)
健康状况不好
－19． 045＊＊＊
( 4． 333)
低期望
－14． 450＊＊＊
( 3． 137)
年龄
2． 410＊＊＊
( 0． 573)
年龄平方
－0． 017＊＊＊
( 0． 006)
男性
－15． 052＊＊＊
( 2． 960)
已婚
5． 938
( 3． 948)
个人年收入对数
－0． 226
( 1． 758)
市 GDP 对数
3． 223
( 2． 389)
常数项
166． 395＊＊＊
( 3． 413)
167． 073＊＊＊
( 3． 410)
17． 207
( 20． 711)
25． 529
( 20． 803)
－86． 200＊＊
( 42． 940)
样本容量 8973 8973 8973 8973 8973
Ｒ2 0． 079 0． 087 0． 095 0． 096 0． 106
adj． Ｒ2 0． 079 0． 087 0． 094 0． 095 0． 105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p ＜ ． 1，＊＊p ＜ ． 05，＊＊＊p ＜ ． 01。
( 二) 工具变量回归
本文通过教育年数来间接度量受访者的人力
资本存量，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内生性来源: 第一，
遗漏变量，即存在一些既影响居民受教育水平，又
影响邻居互动的变量，这些遗漏变量可能是可观
察的，也可能是不可观察的变量，例如个人的性
格、家庭背景等; 第二，度量偏差，由于人力资本并
不能直接进行度量，使用教育年数来间接地度量，
存在偏差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居民是否进城的主
要动机是为了获取更高水平的收入，或是从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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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作，在控制了居民的收入水平( lgrsru) 和非农
工作( jtyp3) 之后，居住在城镇 ( urban) 满足外生
性的要求。所以本节仅通过工具变量方法来克服
变量教育年数的内生性问题。
合格的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
性的要求( 方颖、赵扬，2011) ，前者是指工具变量
与内生变量存在相关性，后者则是指工具变量与
方程( 1) 中的扰动项不存在相关性，或者说，工具
变量只能通过内生变量来影响被解释变量。本文
以受访者父亲的教育年数( fedu_y) 和母亲的教育
年数( medu_y) 作为其教育年数的工具变量。首
先，既有的研究普遍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子女
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eckman，Mos-
so，2014; 邹薇、马占利，2019) 。其次，本研究认为
父母亲的教育年数作为子女教育年数的工具变量
可以满足外生性的要求: ( 1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父母将会把自己因教育而获得的资源优先投入到
培养子女的教育中去。( 2 ) 相比于移民、身体健
康、婚姻等形式的人力资本，教育是更为基础的资
本，也就是说教育会深刻影响以上各种形式的人
力资本存量( Haveman，Wolfe，1984; Hartog，Ooster-
beek，1998) 。因此可以认为，父母的教育水平主
要是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水平，进而来影响子女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即满足工具变量的两
个要求。
接下来，本节利用父母教育年数作为受访者
教育年数的工具变量，对方程 ( 1 ) 进行两阶段回
归( 2SLS) ，相关的结果汇报在表 3 中。首先，可
以发现表 3 第( 1 ) 列到第( 5 ) 中不可识别检验的
统计量 Kleibergen － Paap rk LM 所对应的 P 值都
小于 1% 以及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统计量 Kleiber-
gen － Paap rk Wald F 的值远远大于 10，因此本文
使用的工具变量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其
次，从表 3 中可以发现 Hansen J 统计量所对应的
P 值都大于 10%，所以本文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
性的要 求。最 后，通 过 异 方 差 稳 健 DWH 检 验
( Durbin － Wu － Hausman Test) ，相关结果汇报在
表 3 最后两行，从中可以发现所有 Wu － Hausman
F 统计量所对应的 P 值都小于 1%，因此可以认为
对模型( 1) 的估计使用 2SLS 工具变量法要优于
直接使用 OLS 回归。
通过观察表 3 第( 1) 到第( 5) 列可以发现，解
释变量教育年数和城镇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说明了本文的可检验含义 1 和含义 2 与经验
事实相一致。根据本文假说的含义，教育可以扩
大个体理性边界的作用，从而减少依赖邻居互动
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至于居住在城镇会减少
邻居互动，一方面是因为城镇的市场经济发展水
平更高，市场交易在应对生活中大量的不确定性
事件更具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是因为城镇的经济
活动以第二、三产业为主，邻居互动所缔结的人际
关系无力应对非农业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为了更进一步检验以上逻辑的稳健性，分别
在表 3 第( 2) 、( 3) 、( 4) 列加入更多涉及个人属性
和居住环境属性的解释变量。从中可以发现: 第
一，从事非农工作和移民身份，两者都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为负，其中移民更少地参与邻居互动，一
方面是因为移民具有更大的概率从事非农工作;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邻居互动是一种相互的作用，
互动双方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移民与邻居之间都预期移民大概率不会长期地
定居在一个地方，因此会较少互动的次数。第二，
东部地区与城镇的交互项，即东部地区城镇，与预
期的结果一样，东部城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这是因为东部城镇的市场分工协作体系更为
发达，依靠市场交易来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事
件是更为有效的办法，因此东部城镇居民倾向于
减少邻居互动次数。
虽然以上的经验研究发现与本文的假说含义
相一致，但是以上的发现也伴随着收入的变化，即
相对于对照组的居民，居住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
的居民往往也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因此仅仅依
据以上的经验事实，并不能排除邻居互动次数的
变化是由于伴随着收入水平变化而引起的机会成
本变化。为了论证本文假说具备更为一般的解释
力，在表 3 第 ( 5 ) 列中引入了更多的解释变量。
从中可以发现年龄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
年龄的平方项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邻居
互动次数与年龄之间成倒 U 型的关系，转折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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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58 岁左右，而既有的研究中发现收入与年龄
之间成倒 U 型的关系( 谭远发，2015 ) ; 在表 3 第
( 5) 列中还可以发现个人年收入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再就是身体健康状态不好和对未来持
低期望的居民都大幅度地减少了邻居互动次数，
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的发现说明了邻
居互动次数的变化并不是因为收入的机会成本发
生了变化，而是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能力发生了
变化。因此本文假说的含义是合理的，与经验事
实相吻合。
表 3 2SLS 回归结果
变量
( 1)
2SLS
( 2)
2SLS
( 3)
2SLS
( 4)
2SLS
( 5)
2SLS
教育年数
－8． 309＊＊＊
( 0． 648)
－7． 224＊＊＊
( 0． 791)
－6． 586＊＊＊
( 0． 815)
－6． 469＊＊＊
( 0． 819)
－7． 094＊＊＊
( 1． 256)
居住在城镇
－39． 161＊＊＊
( 4． 158)
－36． 829＊＊＊
( 4． 175)
－31． 263＊＊＊
( 4． 167)
－27． 035＊＊＊
( 4． 544)
－28． 820＊＊＊
( 4． 950)
非农工作
－10． 984＊＊＊
( 3． 902)
－12． 528＊＊＊
( 3． 935)
－13． 523＊＊＊
( 3． 979)
－19． 465＊＊＊
( 3． 839)
移民
－13． 235＊＊＊
( 3． 264)
－12． 228＊＊＊
( 3． 252)
－12． 048＊＊＊
( 3． 251)
－12． 176＊＊＊
( 3． 355)
市二三产业就业密度对数
－8． 176＊＊＊
( 1． 389)
－7． 252＊＊＊
( 1． 426)
－10． 037＊＊＊
( 1． 731)
市人口数度对数
13． 410＊＊＊
( 2． 548)
12． 982＊＊＊
( 2． 550)
13． 979＊＊＊
( 2． 552)
居住在东部
－10． 758＊＊
( 4． 260)
－2． 319
( 6． 242)
－6． 248
( 6． 324)
城镇 × 东部 －15． 529
＊＊
( 7． 181)
－16． 605＊＊
( 7． 168)
健康状况不好
－21． 554＊＊＊
( 4． 422)
低期望
－15． 373＊＊＊
( 3． 175)
年龄
1． 975＊＊＊
( 0． 581)
年龄平方
－0． 017＊＊＊
( 0． 006)
男性
－11． 246＊＊＊
( 3． 085)
已婚
6． 095
( 3． 950)
个人年收入对数
6． 468＊＊＊
( 2． 344)
市 GDP 对数
3． 559
( 2． 422)
常数项
196． 697＊＊＊
( 5． 117)
193． 554＊＊＊
( 5． 387)
65． 805＊＊＊
( 22． 050)
71． 547＊＊＊
( 22． 047)
－83． 812*
( 43． 354)
样本容量 8973 8973 8973 8973 8973
Centered Ｒ － sq 0． 062 0． 072 0． 081 0． 083 0． 090
Kleibergen － Paap rk LM 1703． 630 1337． 876 1292． 487 1282． 798 760． 178
不可识别检验的 P 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Kleibergen － 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1608． 195 1199． 077 1129． 565 1117． 563 527． 492
Hansen J 统计量 2． 350 1． 843 1． 896 1． 842 0． 620
过度识别检验的 P 值 0． 125 0． 175 0． 169 0． 175 0． 431
Wu － Hausman F 统计量 54． 384 33． 614 28． 823 27． 696 16． 466
内生性检验的 P 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p ＜ ． 1，＊＊p ＜ ． 05，＊＊＊p ＜ ． 01。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会发生深刻调整。根据本文“应对未来不确定
性”假说的含义，人与人之间会缔结成什么样的
关系，不仅取决于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取
决于社会市场化的程度。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
农业、农村社会，邻居之间互动所缔结的人际关系
可以有效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邻居之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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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得以大面积地展开，因而形成了“熟人社
会”( 李银河，1993; 费孝通，1998，pp． 6 － 11 ) ; 而
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城镇社会，市场交换活
动才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经济办法，邻居互动
不再具备经济功能，城镇居民失去开展邻居互动
的激励，邻居即是陌生人也就成为今日城镇社会
普遍的现象。在既定经济环境中形成的观念、习
惯，并 不 会 随 着 环 境 地 变 化 而 立 刻 调 整 ( Lin，
1989) ，所以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文明冲
突现象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
注:
①参阅 Alchian，Allen，University Economics，pp． 19 － 20; Alchian，
“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liti-
cal Economy，1950，58( 3) ，pp． 211 －221; 以及林毅夫《关于经济学
方法论的对话》，《东岳论丛》2004 年第5 期。
②邻居互动使得农村社会形成了“信息共有”“熟悉社会”的特征，
同时农村中演化出来的规范、习俗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邻居互
动。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6 －11、18 －23 页; 李银
河:《论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5 期。
③不管是费孝通的“熟悉社会”“礼俗社会”，还是李银河的“信
息共有”的村落文化特征，背后的基础就是邻居之间的互动。
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 6 － 17 页; 以及李银河
《论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 5 期。
④全市人口密度和全市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密度的单位都为
“人 /平方公里”，全市 GDP 的单位为“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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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Capacity Ｒeconstruc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Ｒeorganization: Experience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in Zhejiang
Xiao Fangren ＆ Tang Xianxing
Abstract: Ｒ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plan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To implement the central policies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and build-
ing a beautiful countryside，we need strong policy capacity basic-level government． The reconstruc-
tion of policy capacity requires the cooperative efforts of government，society and peo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logic of how basic-level government motivates social and public support for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strengthen policy capacity through re-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mo-
bilization． The case shows that the basic-level government realizes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by means of problem construction，concept re-
modeling，institution improvement and behavior demonstration，realizes the institutionalized mobili-
zation of the public and society，and reconstructs the policy capacity practically．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cy capability through reorganization in Zhejiang is worth learning for other
places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organization; policy capacity; recons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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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Ｒesearch of Human Capital，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Neighbor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Civilization Conflict
Hu Qian ＆ Hu Ｒong
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dealing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to explain the economic 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neighbor interaction，and to under-
stand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neighbor inte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civiliza-
tion conflict． Based on CGSS2012 and the data in the“Chinese city statistics yearbook 2012”，by
using 2SLS regression to overcome endogenous problems，the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hav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 in-
teraction，and those who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work will grea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neighbor
interaction，which confirms the meaning of the hypothesis of this paper．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establishing a unified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encouraging the use of market
transactions to allocate human capital and non-human capital can redu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
ent civilization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neighbor interaction; civilization conflict;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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